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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岁到 106 岁的一些珍贵历史文化瞬间，通过赵佗在秦始皇时期如何受命南越、在楚
汉相争时期如何称王、在吕后时期如何称帝以及在刘邦时期和文帝时期“两次归汉”的
历史故事，展示了一个鲜明的主题——南越并入中原版图时的那些悲欢历史，不仅仅是
政治上的和谐，更是文化上的融合与统一。让观众从这部剧中能够“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政者见政、民者见民”，都可以得到精神上的满足。  
  以描写风俗为内容的戏剧，并没有为写风俗而写风俗，这些剧作者们从风俗中寻找
到了风俗对于人的深刻影响。如话剧《新居》中的根叔是有着浓厚传统观念的老一辈农
民，入伙仪式生动地表现了他对旧的生活秩序的认同和对新的生活方式的不适。当他按
仪式程序揭开罩住观音的红布时，却发现女儿给他请回的并不是观音，而是一个“光身
男人”（大卫像）。盛怒之下，他要将塑像搬走，但听到女儿诈称这大卫先生是“外国
的神”，一样可以保佑平安后，却又恭恭敬敬把塑像供奉在神龛对面！大卫塑像与神龛
上飘起的两缕袅袅香烟交相映衬，生动地表现出外来文化在珠江三角洲普通百姓家的一
番邂逅与撞击，既反映了风俗对人的文化心理的巨大影响，表现了两代人之间文化观念
的冲突；又反映出广东信仰民俗上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带有很强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
色彩。作品对这一风俗的表现不是一般的风物志，也不是让它作为地方性的一种外在标
识而存在，而是与整个作品浑然一体，水乳交融，融入了剧作者对岭南文化的真切体
会，显示出对珠江三角洲人们文化心理结构的整体把握和深层挖掘，从而拓展了作品的
容量。又如《梦断西樵》、《自梳女》、《西关女人》等作品中都写到顺德、番禺一带
自梳女的风俗，但这些作品没有在舞台上直接展示这一风俗，而是把它作为人物的身份
背景，以求表现这一风俗对珠江三角洲妇女的生存状态和生命进程的巨大影响。  
  而对于描写当代广州市井生活的戏剧而言，要博得观众的喜爱，既要贴切于他们的
生活，又要让他们看出剧中的韵味，使他们有所启发，有所共鸣。如话剧《傻人有傻
福》剧中表现的虽然是当代都市社会寻常巷陌凡庸小民的家长里短日常琐事，但注重的
却是对琐屑人生的世俗观照与感性表现，力图在琐碎平凡的市井生活中反映出芸芸众生
的人情人性、生存状态和生命进程，表现出一种入世近俗的人生态度和以俗为雅的文化
趣味。在这些表现芸芸众生这种琐碎平凡甚至平庸的市井人生的戏剧作品之中，剧作者
是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和平民的视角，对普通人的世俗欲望和情感需求给予了充分理解和
尊重，对芸芸众生的琐屑人生给予了形象而感性的表现，表现出了岭南文化的平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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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世俗特征，给人一种亲切感。正因为怀有这样一种平民意识，剧中的人物既不是英雄
也不是反英雄，而是充满世俗欲望和情感需求的市井小民、普通百姓。即便是地方历史
名流，如状元伦文叙（粤剧《伦文叙传奇》）、侠客黄飞鸿（粤剧《奇情记》）等，也
不是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圣人，他们没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崇高悲壮，也没
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境界，他们只是惩恶扬善、悬壶济世的
市民英雄和风流多情、机智风趣的文人才子。他们的是非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
行为方式都是市民化的，往往依靠个人的智慧和才能来解决问题，充满了市民的机智、
狡黠甚至刁钻。  
  分析至此，我们不难看出：这些“粤味”剧不仅在挖掘地方题材方面下足了功夫，
说尽了地方事，写活了地方人，写出了岭南文化的本质——感性化的世俗文化，更难得
的是让观众体会到了地方情，品尝出了地方味。惟有如此，才能称之为地道的“粤味
剧”，才能高高树立起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岭南文化这一品牌。惟有如此，才能再次验
证“越有地方性，就越有中国性，也就越有世界性”。 
 
